
TTHEORETICAL HORIZON

2014.02

一、发展与法治的悖论？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短短

几十年的时间，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发展奇

迹。这个发展，在广度上无与伦比，是人类历史上迄

今为止唯一一个以13亿人之众，在长达30年甚至半个

多世纪的时间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典范；在深度

上前所未有，60年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政治

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人民民主、依法治国、

市场经济、权利保障等制度逐渐健全。而且，对内平

和稳定，发展中不仅不存在对外依附和依赖，还建立

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科技发展和国民经济体

系，并为全球减贫做出最大贡献，贫困人口总数占世

界极度贫困人口比例从 1981 年的 43%显著下降至

13%，更难得的是，还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维持了社

会稳定[1]；对外和平包容，与西方发展中的对外贩卖奴

隶、贩卖鸦片、屠杀印第安人和土著居民、殖民统治

和剥削、以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巧取豪夺，甚至发

动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和世界大战，以及对内的圈地运

动、镇压罢工、宗教迫害、种族屠杀等相比，中国发

展对人类展现的却是和平、包容与分享。可以说，中

国人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了西方数百年才取得的

发展，而且，比起传统的西方发展也更为和平和更有

道德。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在境内外舆论和媒体上，

中国却展现出了另外一番景象。官商勾结、贪污腐

败、贫富分化、血汗工厂、环境污染、暴力拆迁、道

德滑坡[2]等社会丑恶现象与严重问题却屡禁不止，甚至

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还有恶化的可能。一方面，官员法

治思维与依法办事能力不强，实践中对“一把手”

缺乏有力制衡，造成重大决策缺乏科学和民意基

础，甚至践踏公民合法权利；另一方面，民众“信

访不信法”，群体性事件和涉法涉诉信访居高不下，

报复社会的恶意犯罪增多，危害社会稳定。一方

面，政府铁腕反腐、强力维稳，反腐从“打苍蝇”

到“打老虎”不断升级，维稳也从具体保障到政治

资源不断加大投入；而另一方面，反腐与维稳的各

种重要举措又不断遭到舆论界以西式“法治”与

“人权”为标准的种种非议。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

一系列官员腐化堕落丑闻、涉黑血腥暴力拆迁和恶

性案件，又导致人们的不安全感增强，甚至危及对

党和政府的信任与信心。

于是，当代中国就呈现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悖

论：一方面，改革本就是一个包括法制建设在内的革

故鼎新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另一方面，改革与改

革者却始终面临着西式法治和人权论者的非议与质

疑。因此，如何理解与解决发展奇迹下的官员贪腐、

公民权利被践踏、司法信任度不高的现象；尤其是在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战略部署，并

强调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形势下，如何认识、理解

和解决改革、法治与转型过程中的种种矛盾甚至悖

谬，就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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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治转型的内在张力

法治是人类社会治理体制发展的优秀结晶，是古

今中西的思想者与实践者们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

贡献。因此，实现法治就成了当今世界诸多第三世界

国家的政治理想，从一战、尤其是二战以来，向法治

转型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时代强音。但由于西方强势的

理论输出与意识形态侵略，作为一个系统的、复杂而

动态的法治却逐渐被简单化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教条。

但是，丰富翔实的实证研究可以尽可能地还原第三世

界国家法治转型的真实样态，揭示出法治转型过程中

呈现出的种种张力。

第一是大国的法治转型难题。依照世界银行梳理

的 215 个经济体来看，除了传统发达国家外，所有法

治转型国家中，迄今为止，成功者竟然不过区区10个

左右，仅占约 4.6%。[3]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人口上亿

的发展中国家 （大国） 中，目前尚无一个取得公认的

法治转型成功者。不管是东亚“四小龙”，还是中欧的

捷克、匈牙利等国，取得法治转型重大成就者，都是

比较小的国家或地区[4]；金砖五国虽然近年来经济发展

强劲，但作为大国，它们的法治之路仍然漫长修远。

这说明，发展中大国的法治转型，会展现出与小国不

同的更大的复杂性。

第二是集权与放权的平衡。中国改革有一个奇特

的开端，被称为“松绑”。[5]松绑一般被认为有双重意

蕴：一是政府职能上由集权向分权的转变，集中体现

为政府对社会放权以及管制的减少，比如对行政许可

的严格依法规制；二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厘定，

政府管好该管的，不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交由社会自

治。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还意味着打破权力

的垄断性，尤其是打破一家一姓的专制独裁的统治，

实现所谓的民主化转型，从而出现法治转型与民主转

型的交叉缠织。

从其他国家转型的经验实践来看，这种改革导致

了如下几个后果：第一，从“一抓就死”变成“一放

就乱”，西式的民主与选举之路，在绝大多数转型国

家，并未成为通往理想的天国之路，反而成了通向混

乱的地狱之门。苏东剧变、阿拉伯之春，民主化导致

的不是法治而是一个起火的世界。[6]第二，全球恐怖主

义的盛行，由于西方输出的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

均需要昂贵的社会成本，引起不少第三世界国家中民

众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从而激化种族、阶层之间

的矛盾，以及“文明的冲突”[7]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兴

起，引发社会冲突甚至恐怖行为。第三，只有东亚、

中欧等极少数国家，成功实现了法治或者民主的转型。

但我国的情况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又有所不同。由

于在转型的同时保持了政治秩序、社会稳定、经济发

展与民生改善，所以说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而由于

存在腐化堕落等种种社会丑陋现象，法治建设也仍然

任重道远。但这绝不能说成是失败，而只是转型与发

展中不得不做出的取舍与付出的代价。一个被理论界

和实务界广泛忽视的问题是，受西方影响，学术界往

往认为法治就是约束政府的权力，对于西方发达国家

而言，这种认识自有其道理；但对于转型国家而言，

法治与政府能力却呈现出一种悖论的状态：政府既是

法治所要约束和限制的对象，但强大的国家能力却又

是法治转型可能成功的前提。[8]同理，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中国政

府所具有的强大国家能力。这就导致了另外一个两

难：粗放发展与精细治理。

第三是粗放发展与精细治理的嬗递。为了推进改

革开放与法治建设，必须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具体

来讲就是“集中精力办大事”。为此，政府以及地方党

政首长被赋予巨大的权力和资源，使得他们能够高效

率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千方百计引进资本与技

术，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也因此有部分“一

把手”失去有力约束，导致腐化堕落、行贿受贿、漠

视甚至践踏公民权利，最终接受法律制裁。而另一方

面，政府在集中资金和权力办大事的同时，客观上导

致对社会的“松绑”成为政府的“减负担”与“甩包

袱”，放松对民生保障的投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

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粗放

型发展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极为重要。

但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们对尊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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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精神性财富也在逐渐提升。[9]

同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

设，在修宪时将“依法治国”和“人权保障”写入宪

法，并于 2010 年成功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然而，

一方面，由于社会迅速发展，各种社会关系多变而难

以固定，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规制，使得立法很难保

证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若合符节；另一方面，虽然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提出领导干部要树立法

治思维和增强用法治方式办事的能力，但在如火如荼

的社会大发展与大转型中，一旦“僵硬”的规制不适

应发展的需要，往往就会被规避、漠视甚至践踏。改

革与法治，呈现出一种相反相成的矛盾运行关系。

三、大国法治的精细化治理

有了全球的视野，我们就能更好地分析中国问

题。对于当前中国法治的现状，学术界颇有不同看

法，而且颇多悲观者。这些人大多可以归结为不同类

型的“体制决定论者”，他们不能在法治转型的全球视

野与中国发展的全局实践中看问题，往往片面地认为

法治不彰是由于不信奉“普世价值”、不实行多党政治

等西式民主，因此不遗余力地鼓吹西化的政治体制转

型。“体制决定论者”固然有其洞见，比如限制公权、

保障民权、分工制衡，都是法治的要义，但他们显然

忽略了为什么全世界法治转型大多不成功的事实及其

原因，也因此混淆了法治转型中必然或偶然伴随的不

良现象与法治之道的选择问题。

也就是说，我国在法治转型与法治建设中固然出

现了种种不可否认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本身并不足以

导致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否定。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体

制，任何体制在运转中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迄

今为止，除了我们，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在保持

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如此波澜壮阔的变革

呢？在中国道路一甲子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前提下，

我们的问题就不是对它的质疑与否定，而主要是修订

与完善，以及随形势变化而进行的调整。

正如前文所述，政府必须发展经济、建设基础设

施，还要保障民生，但钱从哪里来？于是，不少地方

政府都成了“超级公司”，治理变成了经营，形成发展

的县域竞争，或者不同区域的竞争，促进了经济的迅

猛发展，也导致了庸俗的政绩观，不少地方官急功近

利，成为“季挖挖”，热衷于造城、修路、盖楼，但却

在一段时间内导致民生保障不足，造成民众上学难、

看病难、住房难；相应地，环境污染、暴力拆迁、贫

富分化、地域发展失衡问题也就越演越烈，导致公民

权利被侵犯，被剥夺感增强。虽然经济发展令绝大部

分人都受益了，许多人却感受不到权利与尊严，甚至

丧失了对政府的认同与信任。

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也正是法治可以大有作为之

地。但改变是革新而不是否定，不是否定经济发展、

不是否定强有力的政府、也不是否定修路、造城与建

设基础设施，而是力图实行科学、均衡发展，通过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的一体建设，以更加精

细和科学的制度，将权力关在笼子里，让政府在做好

事上更加强有力，在做坏事时无能为力；不仅能够发

挥主观能动性，实行区域竞争，造福一方，还能对民

意具有真实的回应性，充分保障重大决策中民众的有

序与有效参与。简言之，就是在经济发展已经取得重

大成就之后，在继续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投入

更多精力和资源进行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

与生态文明建设，从各方面解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

求，为法治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要逐渐

改变以往特定条件下“抓大放小”的发展策略，政府

不仅要干大事，更要管好小事。

以客观眼光来看，以往的半个多世纪里政府大事

干得很好，但在集中精力办大事的形势下，以往党最

擅长的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办“小事”的

弦儿却多少有些松懈了。但实际上，对于日常百姓来

说，哪有那么多大事发生？更多还是柴米油盐、婚丧

嫁娶、奉老育小、吵架拌嘴等民生细故，这些“细

故”对政府来说可能是具体的、琐碎的、细小的，但

对于民众来说却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就是天大的事。

正如当年民众以小推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今日

政府也必须通过办小事来赢得民心。从制度上来说，

就必须实行更为精细化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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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的经

济奇迹也为精细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而且，

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矛盾，也到了必须给予足够重视和

解决的时候。比如，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

单一制，但在老少边穷地区，大多依然经济欠发达，

社会欠开放，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地域广阔、发展不

平衡的大国来说，广袤的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南北方在

各方面都差异巨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

放松对法治的形式主义或程序主义的挑剔，而允许地

方的制度创新与差异。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再强

大的政府都不是无所不能的，政府管不好的，不该管

的，要充分放手，交给市场和社会自身，要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充分规范和引导

民间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自治的能力。因

为法治的实质，不是事事都得靠国家、上法庭，而是

法律下的自律与自治。

更重要的是，要强调政府精细化治理的能力，增

强政府办小事的能力，统筹好大小，树立人民无小事

的观念。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对政

府的要求会更精细、也更挑剔，对自己权利和尊严的

捍卫也会更强烈、更尖锐。因此，以往那种修得起宏

大建筑，却不能使用合乎规格的钢筋水泥；十几顶大

盖帽，管不出一桶好奶粉；新房建成了，几代人的积

蓄也被掏空了；菜篮子丰盛了，地沟油、添加剂和农

药残留却也更窝心了；寿命变长了，去医院看病却更

挤了；基础设施建成了，一线奋斗的干部却倒下了，

结果导致“对国家有信心，对自己心没底”的状况，

必须得到切实扭转。

改革进入新时期后，上述问题都是必须尽力着手

解决的问题。如果说以往主要是大干快上的冲劲儿，

那么现在就应该有更重视精雕细琢的巧劲儿。必须细

究大和小的辩证法，理解强和弱的相对论，把握条和

块的空间感，奏好治与法的协调曲。只有既注重从宏

观建设的大处着眼，又注重从春风化雨的小处着手；

既注重具有如臂使指执行能力的强政府，又重视能够

自我调适灵活弹性的强社会；既着眼一竿子插到底从

上到下的一盘棋，又允许根据地方条件因地制宜的多

样性；既注重党和政府在端正党风政风上的强大动员

能力，又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在法律制度建设上的长期

性全局性，才能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提出的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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